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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启动涉外民商事诉讼程序的重要步骤之一， 涉外司法文书送达构成其中不可或

缺的部分， 它关系到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切身利益能否得到有效保护， 我国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能

否最终在他国得到承认和执行， 以及司法文书送达地所在国的司法主权有没有不恰当地被侵犯。
基于对我国涉外司法文书送达程序的系统性研究发现： 我国就域内送达和域外送达的区分采纳了

一个适当的区分标准， 送达方式有了合理的演进， 也能较好地平衡诉讼当事人的利益。 作为

《海牙送达公约》 的成员国之一， 我国涉外司法文书送达程序还有可以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我国

可以指定更多的 “送出 （转送）” 机关， 应当全面开放邮寄 （政） 送达， 同时严格规范公告送

达， 限制使用对住所地在外国的当事人的纯域内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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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与全球市场融合的不断加深， 我国法院受理的涉外民商事案

件数量与日剧增。 司法文书的送达为启动涉外民、 商事诉讼的重要一环， 而送达程序的基本功能

是正式地通知被告其正面临着一个待决的诉讼案件。① 表面上看， 司法文书送达是一个极其枯燥

无味的话题。② 然而， 作为涉外民、 商事诉讼程序的重要起点， 送达程序牵涉到原告是否能获得

及时救济的诉讼利益， 被告的基本诉讼权利即听审辩解权能否得到保障， 生效的裁判文书能否最

终得到他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以及司法文书送达目的地国家的司法主权有没有不恰当地被侵

犯。③ 过去数十年， 我国对涉外送达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在国际层面， 我国于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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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法法系国家， 司法文书送达程序的完成亦具有最终建立审判管辖权的功能。 Ｓｅ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 Ｈａｗｋｉｎｓ，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ａｌ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２００７）
５５ ＵＣＬＡ ＬＲ ２０５， ｐ􀆰 ２０９； Ｒｏｂｅｒｔ Ｂ􀆰 ｖｏｎ Ｍｅｈｒｅ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Ｗｈｏ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１９９４） ５７
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１３， ｐ􀆰 １４􀆰
Ｓｅｅ Ｂａｓｉｌ Ａ􀆰 Ｈａｒｗｏｏｄ， “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ｂｒｏａｄ： ｕｎｄｅｒ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ｉｖｉ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１９６１） １０ ＩＣＬＱ ２８４； Ｈａｉｍｏ
Ｓｃｈａｃｋ，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 Ｃａｌｌ Ｆｏｒ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 Ｒｕｌｅｓ”， （２００１） ６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ＬＲ ８２７􀆰
Ｓｅｅ Ｇ􀆰 Ｂｒｉａｎ Ｒａｌｅｙ，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Ｎｏｔｉｃ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Ｊａｐａｎ， Ｓｐａ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９９３） １０ Ａｒｉｚｏｎａ ＪＩＣＬ ３０１， ｐｐ􀆰 ３０１ － 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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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加入了 《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的公约》 （以下简称 《海牙送达公

约》）。① 到目前为止， 我国也业已批准、 参加了 ３０ 多个双边司法互助协定 （条约）， 其中大部分

含有有关司法文书的域外送达互助的条款。② 在国内层面， 我国 １９９１ 年 《民事诉讼法》 给涉外

司法文书送达全面提供了一个框架性的主体安排。 此外， 最高人民法院还颁布了一系列的关于涉

外司法文书送达的司法解释。 在 《民事诉讼法》 （２０１２ 年修正） 中也对涉外司法文书送达程序作

了进一步的完善， 使其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 跟上世界潮流。③

根据上述这些相关规定并结合过去数十年间我国的司法实践的有关情况， 本文试图系统地以

批判的眼光来探视我国涉外司法文书送达程序的模式设计， 发现我国涉外送达模式的不足， 并提

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二　 涉外送达制度考量之要素分析

涉外送达这个表面上看似简单的课题， 其科学的制度设计取决于综合考虑以下一些要素的

平衡：
首先， 涉外民事诉讼是属于国家司法主权较敏感的领域。 历史地讲，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属

于国内法的范畴而不是国际法， 大多由前者规范而非后者规范， 即使在一些高度一体化的地区

亦是如此，④ 作为涉外民事诉讼的构成要件之一， 涉外司法文书送达仍然需要实质性地借助国

内的诉讼程序规则去最终完成。 尽管已经有了一些国际公约和地区性的条例⑤规范互相协助完

成司法文书送达的措施， 但这些国 （区） 际协定还没有或许也根本不可能使各国不尽相同的国

内送达程序规则统一化。 虽然有些国家主张在跨国司法文书送达程序中， 国家司法主权是一个空

乏的理念， 从而司法文书从一国传送到另一国不会威胁到任何形式的他国国家司法主权，⑥ 可另

一些国家则坚决主张非本国司法文书的送达未经允许不得穿越其国境。 在后述这些国家中， 哪怕

域外司法文书的送达仅仅是通过邮寄挂号信的方式寄来域内， 也可能会被提出外交抗议， 因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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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牙送达公约》 于 １９６５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获得通过， 供成员国签署， 并于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 １ 日对我国生效。 该公约全文可

从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网站下载， ｗｗｗ􀆰 ｈｃｃｈ􀆰 ｎｅｔ ／ ｉｎｄｅｘ＿ ｅｎ􀆰 ｐｈｐ？ ａｃｔ ＝ ｔｅｘｔ􀆰 ｄｉｓｐｌａｙａｎｄｔｉｄ ＝ ４４， 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９ 日， 下文引述的所有与该公约有关的官方文献均可在此网站查询到， 作者另有指明的除外 （此网址在本文后续

的讨论中将不再引用）。
在这些双边条约中， 除了涉及司法文书送达事务外， 还往往会涉及其他事务， 包括域外取证、 相互承认与执行民商

事判决以及仲裁判决等， 详情请浏览司法部司法协助外事司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ｊ􀆰 ｇｏｖ􀆰 ｃｎ ／ ｓｆｘｚｗｓ ／ ｎｏｄｅ＿ ２１８􀆰 ｈｔｍ，
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９ 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修正对涉外送达程序作了进一

步修改， 在下文中将作详细阐述。 下文所引用的 《民事诉讼法》 之条款， 皆以 ２０１２ 年最新修正版为准， 除非另有说

明。
比如欧盟就是如此， Ｓｅｅ Ｃｏｒｎｅｌｉｓ Ｄ􀆰 ｖａｎ Ｂｏｅｓｃｈｏｔｅｎ， “Ｈａｇｕ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Ｖｉｅｗ”， （１９９４） ５７ 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４７， ｐ􀆰 ４８。
如 《海牙送达公约》； 欧盟议会和理事会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通过的第 １３９３ ／ ２００７ 号 《关于成员国之间民商事案件司法

文书和司法外文书的送达条例》； １９７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在巴拿马签署的 《泛美洲国家间司法协助公约》。
Ｓｅｅ Ｈａｎｓ Ｓｍ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Ｗｈｏ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１９９４） ５７ 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２５， ｐｐ􀆰 ２７ － ２８􀆰



他们国家的法律传统中司法文书送达牵涉国家司法主权的理念根深蒂固。① 如果一个未经允许的

外国人在他们境内实施了司法文书送达行为， 甚至会面临刑事处罚。 在这些对于司法主权敏感的

国家看来， 蕴含于司法文书送达程序中的国家主权理念能保护他们的国民免受外国司法诉讼的不

当侵扰。 然而， 一些人则批评这种做法仅仅是人为的托辞， 让那些大型的跨国企业法人诉讼当事

人能把责任推给政府， 并以此作为逃避域外诉讼的策略伎俩。 但是， 另一方面， 确有一些国家把

司法文书送达仅仅看作是一件通知被告的普通事项， 而不太在意其中是否牵涉所谓的国家司法主

权。② 在这些国家看来， 司法文书送达程序应与国家主权理念脱钩， 不产生多少瓜葛。
其次， 由于对司法文书送达程序中所涉国家主权问题存在理念差异， 不同的国家便有了不同

的具体送达程序规则。 结果是， 在那些主权观念重的国家， 司法文书送达行为通常被看作是一种

行使国家公权力的行为， 必须由司法官员依职务履行， 只能通过正式的官方途径来有效完成， 而

不能通过任何私人主体的非官方途径来实施。③ 人们亦相信， 通过这种正式的方式， 司法文书在

送达前能够被预先审查， 与其他普通事项的非正式方式区分开来， 司法文书的严肃性能够得到有

效保障， 这有利于原告、 被告以及诉讼程序的稳妥进行。 相反， 在那些把司法文书送达仅仅看作

只具有通知当事人功能的国家， 通过私人主体也能有效完成司法文书的送达行为， 而不须任何官

方的介入。
再次， 就效率和经济而言， 司法文书送达应该采用尽可能先进的当代技术， 在科技允许的范

围内尽可能快捷、 高效地完成。 然而， 现代化技术的可利用性与司法文书送达的安全性之间必须

保持适当的平衡。 简单地说， 司法文书送达必须通过安全无虞的方式来完成， 目的是为了让原告

能确保送达程序适当实施， 并且尔后能够提出证据证明此点， 被告能够最大可能真正有机会确实

收到受送达的司法文书。 我们不得不为所有的送达方式去寻找这种适当的平衡， 包括传统的和现

代的方式例如电子邮件和传真。
最后， 原告与被告的诉讼利益都与看似简单的司法文书送达密切相关。 原告希望司法文书的

送达能够尽快完成， 因为或许在一定时限内未能完成送达程序， 其诉讼请求有可能被全然驳回；
而被告首先有获得通知的权利， 其次应被给予充足的时间去安排他的应诉事宜。④ 一方面， 快

速、 及时的送达 （包括审判） 可能决定原告能否最终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 另一方面， 获得适

当的通知和在针对自己的诉讼中行使辩解的机会， 则是被告应当享有的可能上升到宪法上的权利

或者说一项基本人权。 不适当的送达可能会导致接下来的判决毫无意义，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

得不到承认和执行， 使整个诉讼过程中的付出归于徒劳。 它也可能构成有效的上诉理由。⑤ 因

此， 原告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确保送达的有效性， 而被告为了逃避诉讼造成拖延的行为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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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 有代表性的包括欧洲大陆国家和那些遵循欧洲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 Ｓｅｅ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Ｆ􀆰 Ｄｏｗｎ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ｂｒｏａｄ 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ａ⁃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ｉｖｉｌ ｏｒ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Ｍａｔｔｅｒｓ”， （１９６９） ２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ＩＬＪ １２５， ｐ􀆰 １２８； Ｒａｃｈａｌ Ｔｒｅｉｃｈｌ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ｂｒｏａｄ”， （１９８１） １６ Ｔｅｘａｓ ＩＬＪ ５６５， ｐ􀆰 ５６７。
这些国家， 有代表性的包括普通法国家和那些遵循普通法系传统的国家， Ｓｅｅ Ｓｉｒ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Ｃｏｌｌｉｎｓ （ ｅｄｓ􀆰 ）， Ｄｉｃｅｙ，
Ｍｏｒｒ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ｉ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Ｌａｗ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ｗｅｅｔ ａｎｄ Ｍａｘｗｅｌｌ， １４ｔｈ ｅｄｎ， ２００６）， ｐｐ􀆰 ２２３ － ２２４。
Ｓｅｅ Ｈｅｎｒｙ Ｊ􀆰 Ｍｏｒａｖｅｃ， “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ｂｒｏａｄ—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Ｌｅｆ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Ｖｏｌｋｓｗａｇｅｎｗｅｒｋ Ａ􀆰 Ｇ􀆰 ｖ􀆰 Ｓｃｈｌｕｎｋ？”， （１９８９） １２ Ｌｏｙｏｌａ Ｌ􀆰 Ａ􀆰 ＩＣＬＲ ３１７， ３２３􀆰
Ｓｅｅ Ｃｏｒｎｅｌｉｓ Ｄ􀆰 ｖａｎ Ｂｏｅｓｃｈｏｔｅｎ， “Ｈａｇｕ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Ｖｉｅｗ”， （１９９４） ５７ 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４７， ｐ􀆰 ５４􀆰
Ｓｅｅ Ｇ􀆰 Ｂｒｉａｎ Ｒａｌｅｙ，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Ｎｏｔｉｃ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Ｊａｐａｎ， Ｓｐａ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９９３） １０ Ａｒｉｚｏｎａ ＪＩＣＬ ３０１， ｐ􀆰 ３２０􀆰



须尽可能得到扼制。①

借鉴上述考虑， 下文紧接探讨我国涉外司法文书送达模式。

三　 涉外司法文书送达的中国模式

根据我国法律， 我国法院受理一起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后， 并不意味着必然会产生域外司法

文书送达。 如果受送达人在我国境内有住所， 一般来说， 可采用域内送达的各种方式来完成， 不

管该案件含有多少涉外因素；② 即使在一起涉外案件中， 受送达人在我国境内没有住所， 司法文

书的送达仍有可能完全在我国境内完成； 当然， 针对有些涉外民、 商事案件， 司法文书的域外送

达是不可避免且必要的。

　 　 （一） 因被送达人在我国境内有住所， 可采用域内各种送达方式完成的涉外司法文

书送达

　 　 正如许多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一样， 在我国， 司法文书的送达通常被看作是一项行使公共权力

的行为。③ 因此， 与大多数普通法系的国家 （或地区） 的做法相反， 它属于法院的一项司法业

务， 而不能由任何私人主体来完成。④ 虽然 《民事诉讼法》 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中并

没有明确规定由谁来具体实施、 完成司法文书的送达，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司法文书的送达通

常由法院的书记员以法院的名义作出。 正如前文所说， 司法文书初始送达的目的， 基本上是通知

被告一起民事诉讼正针对他而提起， 并且要求他去积极应诉。 通常情况下， 送达的司法文书包括

一份起诉状的副本和一张传票， 传票内容包括告知被告向哪里提交答辩状、 提交答辩状的时限⑤

以及不予答辩的法律后果。⑥ 另有一份送达回证亦包含在送达文件当中， 受送达人在回证上适当

的签名、 盖章和注明日期后， 该回证在日后则可作为司法文书已确认送达的凭证。⑦

如同在许多其他国家一样， 尽管有多种不同的送达方式可供选择， 但司法文书送达的最基本

方式仍然是由送达人亲自直接交给被送达人， 也就是由法院书记员把司法文书亲自当面直接递给

被送达人。⑧ 被送达人必须在送达回证上签名或盖章和注明日期。 由被送达人注明在送达回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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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Ｓｅｅ Ｈａｉｍｏ Ｓｃｈａｃｋ，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 Ｃａｌｌ Ｆｏｒ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 Ｒｕｌｅｓ”， （２００１） ６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ＬＲ
８２７， ｐ􀆰 ８３０􀆰
参见 《民事诉讼法》 （２０１２ 年修正） 第 ２６７ 条之规定。
这点在其他的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 日本和西班牙， 也都能得到体现。 Ｓｅｅ Ｇ􀆰 Ｂｒｉａｎ Ｒａｌｅｙ，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Ｎｏｔｉｃ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Ｊａｐａｎ， Ｓｐａ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９９３） １０ Ａｒｉｚｏｎａ ＪＩＣＬ ３０１，
ｐｐ􀆰 ３１１， ３１５， ３１７􀆰
在美国、 英国和其他许多普通法系的国家 （或地区）， 司法文书的送达主要是原告的责任而不是法院， Ｓｅｅ Ｇ􀆰 Ｂｒｉａｎ
Ｒａｌｅｙ，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Ｎｏｔｉｃ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Ｊａｐａｎ， Ｓｐａ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９９３） １０ Ａｒｉｚｏｎａ ＪＩＣＬ ３０１， ｐｐ􀆰 ３２４， ３２７􀆰
更准确说， 是收到司法文书的 １５ 日之内， 参见 《民事诉讼法》 第 １２５ 条之规定。
参见 《民事诉讼法》 第 １２５ 条之规定和 ２０１５ 年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 ２４１ 条之规定

（下文简称 《民诉法司法解释》）。
参见 《民事诉讼法》 第 ８４ 条之规定。
参见 《民事诉讼法》 第 ８５ 条之规定。



的日期， 日后将被视为司法文书送达生效的日期。① 作为灵活处理送达问题的措施之一， 当司法

文书送达时， 如果被送达人不在他的住所， 司法文书可以递交给与被送达人共同居住的成年亲属

代收；② 如果被送达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 司法文书可以递交给该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该组织

的主要负责人， 又或者是该法人、 该组织的专门负责收件的工作人员签收。③ 如果被告指定了诉

讼代理人， 一般情况下是一名律师， 或者是特别指定了代收司法文书的人， 那么司法文书可以送

交其代理人或代收人签收。④ 当然， 在上述这些情况下， 有关收件人应当在送达回证上签名、 盖

章和注明送达日期， 由收件人注明的日期应被视为司法文书的送达日期。⑤ 在直接递交送达程序

中， 如果司法文书被被送达人或者相关代收人拒收， 送达执行人可以邀请一名以上的当地基层组

织或者所在单位的见证人到场， 说明情况后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 由送达执行人和

见证人签名、 盖章， 并且把司法文书留在被送达人或代收人的住所， 或者也可以直接把司法文书

留在被送达人或代收人的住所， 并采用拍照、 录像和其他可为将来留下证据的方式记录送达过

程， 送达可被视为已有效完成。⑥

其次， 如果通过直接送达存在困难时， 也可以运用挂号邮寄的方式送达。⑦ 虽然送达回证必

须与其他司法文书一齐封装进挂号邮件中予以送达， 如果挂号信的收据已经适当地被签名、 盖章

和注明日期则可视为送达程序已经完成， 不管送达回证是否最终被签收寄回。 如果送达回证确被

寄回， 不管注明在送达回证上的日期与注明在挂号信收据上的日期是否相同， 一律以后者的日期

为准。⑧ 为了减少我国法院人员的工作量和进一步优化邮寄送达， 最高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４ 年制定了

批准在法院开通法律文书特快专递送达服务系统的司法解释， 该司法解释构建了一个依托于我国

国家邮政服务机构———国内特快专递服务系统的送达体系来开展送达业务。 法院专递送达的基本

运作机制是： 法院将需要送达的司法文书交由国家邮政服务机构并由其投递人员采用个人特快专

递的方式， 将司法文书直接送交受送达人。⑨ 送达的状态可以通过电话跟踪。􀃊􀁉􀁒 据了解， 通过这

种方式， 送达更加快捷了， 通常情况下， 法院专递送达只需要 ２—３ 天时间便能完成， 而以挂号

信的方式送达通常则需要一周或更长的时间， 送达之所以更加高效， 是因为专业的投递人员比法

院的书记员往往更加熟悉地址， 容易找到受送达人的住所； 法院的送达成本也因此相应大大降低

了。 通过法院专递， 如果受送达人是一名自然人， 有资格接收司法文书的人除了本人之外， 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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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参见 《民事诉讼法》 第 ８４ 条之规定。
参见 《民事诉讼法》 第 ８５ 条之规定。
参见 《民事诉讼法》 第 ８５ 条之规定和 《民诉法司法解释》 第 １３０ 条之规定。 如果被告不是居住在审理该案的法院管

辖区域内， 并且由法院书记员直接送达是有困难的， 那么该审理法院可以发出公函要求被告居住区域的管辖法院来

协助完成送达， 参见 《民事诉讼法》 第 ８８ 条之规定和 《民诉法司法解释》 第 １３４ 条之规定。
参见 《民事诉讼法》 第 ８５ 条之规定和 《民诉法司法解释》 第 １３２ 条之规定。
参见 《民事诉讼法》 第 ８４ 条、 第 ８５ 条之规定。
在这种情况下， 送达日期应当由送达执行人员登记在案， 参见 《民事诉讼法》 第 ８６ 条之规定和 《民诉法司法解释》
第 １３０ 条和第 １３１ 条之规定。 如果受送达人是一名军人或者是一名被监禁的人， 那么司法文书应当通过相关的机构即

该军人所在的部队或者该被监禁的人所在的监狱来转送， 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注明的日期也就是送达生效的日期，
参见 《民事诉讼法》 第 ８９—９１ 条之规定。
参见 《民事诉讼法》 第 ８８ 条之规定。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 年 《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 第 ８ 条之规定。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 该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７ 日公布， 并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 （下文简称 《法院专递司法解释》）。
追踪送达状态的服务电话号码是： １１１８５。



以由其指定的代收人来签收； 与其共同居住的成年亲属也可以签收， 但该亲属在本案中如果是对

方当事人的除外； 如果受送达人是民事行为能力不完全的自然人， 则由其法定代理人签收， 或者

也可以由其诉讼代理人 （通常是一名律师） 签收； 如果受送达人是一名法人或其他组织， 有资

格接收司法文书的人， 可以是该法人的法定代表人， 或者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 又或者是该法

人、 该组织的办公室或值班室中专门负责收件的工作人员。① 此外， 在受送达人有过错的情况

下， 即使投递人员不能成功地将邮件送交给合格的接收人签收， 并不得不将邮件退回法院， 这时

仍然可视为法院的送达程序已经适当完成， 而且邮件退回之日即视为送达之日。 受送达人的可能

过错包括： 故意提供错误地址或者不准确地址； 在法院的要求下仍拒不提供送达地址， 只能以其

户籍登记中的住所地为送达地址； 其送达地址变更后不及时告知法院； 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

人指定的代收人无正当理由拒绝签收。② 需要强调的是， 法院专递送达与法院其他方式的送达具

有同等的法律效力，③ 法院专递已成为司法实践中主要的送达方式。
再次， 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 电子邮件和传真已经是我国公民的常规通讯方式， 特别是在

城市。 采用现代通信手段如电子邮件和传真来完成送达程序的国内法依据， 主要是来自 《民事诉讼

法》 之相关规定。 然而， 为了确保送达的安全， 我国法律规定， 法院只有在征得受送达人同意的前

提下， 才可以采用现代通信手段如电子邮件、 传真等方式送达司法文书， 同时还要保证受送达人可

以安全接收到。 此外， 电子邮件、 传真等现代通信手段不能用于送达判决书、 裁定书、 调解书。 采用

上述现代通信手段送达的， 以电子邮件、 传真等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的电子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④

最后， 如果采用前述所有方式都无法送达时或者被告下落不明， 法院可以采用公告方式送

达。⑤ 公告送达司法文书， 可以在受理案件的法院之公告栏和 ／或被告人原住所地张贴公告， 也

可以在有关的报纸上刊登公告， 公告上必须载明司法文书的相关实质内容。⑥ 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 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 采用公告送达， 应当在案卷中载明原因和经过。⑦

（二） 被送达人在我国虽无住所但域外送达并非必要

不像一些欧洲大陆法系国家有一种所谓的 “检察机关通知制度”， 我国从未采纳与此相同或

类似的虚拟送达制度。⑧ 然而， 或许是受到美国判例 “大众汽车销售服务公司诉德国雄克案”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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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 《法院专递司法解释》 第 ７—９ 条之规定。
参见 《法院专递司法解释》 第 ３ 条、 第 ５ 条、 第 １１ 条之规定。
参见 《法院专递司法解释》 第 ２ 条之规定。
参见 《民事诉讼法》 第 ８７ 条之规定。
参见 《民事诉讼法》 第 ９２ 条之规定。
参见 《民诉法司法解释》 第 １３８ 条、 第 １３９ 条之规定。
参见 《民事诉讼法》 第 ９２ 条之规定。
所谓 “检察机关通知制度”， 是指如果被告的住所在外国， 诉讼文书可送达给原告所在地的检察官， 不管后来检察机

关有没有将文件确实送达给国外的被告， 送达程序可被视作已有效完成。 Ｓｅｅ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Ｆ􀆰 Ｄｏｗｎ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ｂｒｏａｄ 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ａ⁃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ｉｖｉｌ ｏｒ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Ｍａｔｔｅｒｓ”， （１９６９） ２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ＩＬＪ １２５， ｐｐ􀆰 １２９ － １３０； Ｐａｕｌ Ｍｅｉｊｋｎｅｃｈ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ｔｈｅ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４） 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ａｗ ４４５， ｐ􀆰 ４４７􀆰
该案中， 作为被告的母公司是一家外国公司， 而司法文书送达给了该被告完全拥有并紧密控制下的美国境内的子公

司，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该子公司可视为是母公司位于美国境内的代理人， 认可了此项送达的有效性。
Ｖｏｌｋｓｗａｇｅｎｗｅｒｋ Ａｋｔｉｅｎ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ｖ􀆰 Ｓｃｈｌｕｎｋ， １０８ Ｓ􀆰 Ｃｔ ２０１４ （１９９８ ）；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Ｂ􀆰 Ｒｅｉｓｅｎｆｅｌｄ， “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ｂｒｏａｄ：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Ｓｅｒｉｖ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１９９０） ２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ｙｅｒ ５５， ｐｐ􀆰 ６３ － ６６􀆰



的启示， 我国国内法确实引入了几种虽被送达人住所在国外但在我国境内亦能有效完成的送达

方式：
其一， 当向在外国有住所的受送达人送达司法文书时， 除了受送达人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表

明其诉讼代理人无权代为接收有关司法文书外， 其指定的境内诉讼代理人可以代其接受送达的司

法文书。①

其二， 当我国法院需要向外国法人或外国组织机构送达司法文书时， 可以将司法文书送达给

其在我国境内设立的代表机构。② 如果受送达人在我国境内有分支机构或者业务代办处， 经受送

达人授权， 我国法院可以向其分支机构或者业务代办处送达司法文书。
此外， 在许多普通法系国家 （或地区） 流行的 “贴附送达” 方式， 在我国似乎也得到了一

定程度的接纳。③ 根据我国法律， 当需要向住所不在我国境内的自然人、 法人或其他组织机构送

达司法文书时， 只要该自然人或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该组织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出现在我国境内，
不管以何种理由入境， 可以径直向他送达司法文书。④

（三） 被送达人在我国无住所且域外送达不可避免

如果在一起涉外民、 商事案件中， 司法文书通过以上各种方式在域内均不能完成有效送达，
那么域外送达则是必要也是不可避免， 为此， 我国法律采纳了多种方式来解决问题。

１􀆰 根据国际条约完成域外送达

如前所述， 我国已经签订了 ３０ 多个涉及司法文书域外送达的双边司法协助协定 （条约），
同时 １９９１ 年也已成为 《海牙送达公约》 的签约国。 因此， 如果受送达人所在国与我国签订有双

边的司法协助协定， 或者该受送达人所在国是 《海牙送达公约》 的签约国之一， 可以依照相关

的双边司法协助协定规定的方式， 或者 《海牙送达公约》 规定的方式进行送达。⑤ 如果受送达人

所在国， 既与我国签订了双边的司法协助协定， 又是 《海牙送达公约》 的签约国， 根据 “特别

法优于一般法” 的原理，⑥ 双边的司法协助协定应当优先得到适用。 尽管如此， 事实上是， 我国

所签订的双边司法协助协定里所提供的送达方式， 均已完全被 《海牙送达公约》 里规定的方式

所涵盖， 我国对于 《海牙送达公约》 的态度也能充分体现它对于双边司法协助协定里相关规定

的立场。⑦ 因此， 关于 《海牙送达公约》 在我国的执行情况将是下文讨论的重点， 有以下几点特

·２９·

《国际法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 《民事诉讼法》 第 ２６７ 条第 ４ 项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 年 《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

干规定》 第 ４ 条之规定。
参见 《民事诉讼法》 第 ２６７ 条第 ５ 项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 年 《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

干规定》 第 ５ 条之规定； 也可参阅 《关于向外国公司送达司法文书能否向其驻华代表机构送达并适用留置送达问题

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公布， 自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起施行。
在普通法系国家 （地区）， 该 “贴附送达” 通常能够进一步建立司法审判管辖权， Ｓｅｅ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Ｃ􀆰 Ｃｈｅｓｈｉｒｅ， Ｐｅｔｅｒ
Ｍ􀆰 Ｎ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Ｊ􀆰 Ｆａｗｃｅｔｔ，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３ｔｈ ｅｄｎ， ２００８）， ｐｐ􀆰 ３５３ －
３５５􀆰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 年 《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 第 ３ 条之规定。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 年 《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 第 ６ 条之规定。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 年 《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 第 ６ 条之规定； 《海牙送达公约》
第 １１ 条之规定。
事实上是， 如同 《海牙送达公约》， 那些双边司法协助协定均规定， 除了允许领事途径之外， 主要通过缔约国的中央

机关实施域外送达。



别值得关注：
首先， 《海牙送达公约》 的性质是 “非强制性但具专属性”， 其具体表现为， 在一起涉外民、

商事案件中， 是否需要向域外送达司法文书由法院地的域内法决定； 当也只有当域外送达成为必

要时， 公约所提供的传送途径才是缔约国间可行的专属途径。① 正如上文所已论及， 我国同许多

其他缔约国一样， 有效利用了该公约的 “非强制性” 特点。② 至于公约的主题适用范围， 虽然公

约是被设计适用于民、 商事案件， 且在我国国内法语境下， 行政法和民商法是有明确区分的， 但

在一起涉外行政案件需要域外送达时，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也曾鼓励适用公约的相关规定进行

送达。③

其次， 我国司法部被指定为执行海牙送达公约的 “中央机关”， 司法部也是主要的 “转送机

关”。④ 为了提高域外送达的效率， 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 最高人民法院指定了 ５ 个地方高级人民法院

（分别是北京市、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广东省） 可以把本院和其下辖的下级法院需要实施

域外送达的司法文书直接转送相关缔约国执行司法协助的中央机关。⑤ 我国也对涉外送达司法协

助过程中居间步骤的时限作了指导性的规定， 包括接受外国的送达请求和向外国提出域外送达请

求： 从司法部接到外国的送达请求到我国法院完成送达程序一般来说不应超过 ２５ 日， 这个时限

同样也适用于我国法院需要实施域外送达时由受案法院通过相关的转送机关把协助请求转送至相

关缔约国的中央机关。 当然， 如果我国域外的司法协助请求是通过有权实施转送的省级高级人民

法院直接转送的， 那么所需时间可能会更短。⑥ 我国司法部或其他有权转送司法协助请求的机

关， 在送达请求转往缔约国中央机关两个半至三个月后， 如果未收到送达回证或正式的回执， 应

通过邮件或其他方式向缔约国的中央机关发出催办函。⑦

最后， 自从我国成为 《海牙送达公约》 的缔约国之后， 在大多数涉外民、 商事案件中需要

向域外送达司法文书时， 采用的是公约所规定的途径。⑧ 当中采用率最高的方式是通过中央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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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ＨＣＣＨ，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ｎ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Ｗｉｌｓ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ｆｌｅｕｒ
Ｌｔｅｅ， ２００６）， ｐａｒａｓ􀆰 ２４ － ２５ （下文简称 《２００６ 使用手册》）。 对于该公约提供的各种途径的一般性总体描述， 参见

Ｇａｒｙ Ａ􀆰 Ｍａｇｎａｒｉｎｉ， “Ｓｅｒｉｖｅ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ｂｒｏａ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１９８７ － １９８８） ７１ Ｍａｒｑｕｅｔｔｅ ＬＲ ６４９， ｐｐ􀆰 ６４９ －
６９２ 。
参见 《２００６ 使用手册》 第 ２４—４５ 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关于向外国送达涉外行政案件司法文书的通知》，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２０ 日最高人民法院文件法

办 〔２００４〕 ３４６ 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参见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 ４ 日由我国最高人民法院、 外交部、 司法部共同发布的 《关于执行 〈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

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 有关程序的通知》 （下文简称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发布的通知》）； 参见 《２００６ 使用手册》 第

１８５—１９３ 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关于指定北京市、 上海市、 广东省、 浙江省、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据海牙送达公约和

海牙取证公约直接向外国中央机关提出和转递司法协助请求和相关材料的通知》，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最高人民法院办

公厅文件法办 〔２００３〕 ２９７ 号发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下文简称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发布的通知》）。
参见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发布的通知》 和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由司法部、 最高人民法院、 外交部发布的 《关于执行海牙送达

公约的实施办法》， 司发通 ［１９９２］ ０９３ 号文 （下文简称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发布的通知》）。
参见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发布的通知》 之规定和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发布的通知》 之规定。
参见何其生： 《海牙送达公约在中国大陆的履行》， 载 《武大国际法评论》 第 １０ 期， 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第

６２ 页、 第 ６５ 页。



转递送达， 更准确的说， 是通过公约第 ５ 条第 （１） 款第 （ａ） 项规定的 “正式送达”。① 一般来

说， “正式送达” 需要耗时 ４—６ 个月才能完成。② 为了避免拖延， 域外送达的申请者应当提供一

份需要送达的司法文书的译本。③ 在域外送达的收件人是我国公民的情况下， 直接的领事或外交

人员送达也是经常被运用的途径， 此类途径一般来说， 需耗时 ３—６ 个月。④ 虽然我国已经声明保

留公约第 １０ 条所规定的全部送达方式， 包括直接邮寄送达， 通过司法工作人员、 官员或者是被请

求国认为是有资格的人员来送达，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法院一定被禁止通过这些方式来实施域外送

达至其它缔约国。⑤ 这是因为， 其他的已接受公约第 １０ 条规定的送达方式的缔约国， 可能不是坚持

而是放弃 “互惠” 原则， 不去反对那些作出保留的缔约国例如中国以这些方式送达至其境内， 尤其

是直接的邮寄送达。⑥ 然而实践表明， 我国法院似乎通常不会使用公约第 １０ 条规定的送达方式进

行域外送达。⑦ 尽管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并未明确放弃运用上述方式送达的自由， 因此， 将

来或许会在实践中也用到它们。⑧ 同样的情况可能会发生于那些 《海牙送达公约》 虽未明确列明

但某缔约国所允许的域外来件送达的方式上， 虽然我国自身在这方面相当保守， 如果没有双边或

多边司法协助协定所规定的供请求方采用的方式， 外国司法文书仅仅只能通过外交或领事途径

转送。⑨

２􀆰 在没有国际条约的情况下完成域外送达

在没有国际条约可供援引的情况下， 我国国内法规定了以下几种可供选择的域外送达方式：
（１） 通过外交或领事途径送达

外交途径送达司法文书是最古老、 最传统的方式。􀃊􀁉􀁒 显而易见， 这种送达方式也是最正式， 最

复杂和最耗时的。 时至今日， 在司法实践中它已经极少被采用。􀃊􀁉􀁓 根据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和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如果域外送达的收件人是一名我国公民， 那么司法文书可以委托

我国大使馆或领事馆向身处驻在国的我国公民直接送达， 前提是驻在国的国内法并不反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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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

􀃊􀁉􀁔

􀃊􀁉􀁕

主要参见我国就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常设秘书处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发布的关于对公约在实际运用中的问题调查问卷的回应

（以下简称 《２００８ 年中国的回应》）； 本文作者曾访问我国司法部国际司法协助中心负责人李智颖女士， 她表示， 目

前一般的趋势仍然与 《２００８ 年中国的回应》 中所提及的相同。
超过半数以上的案件是如此。
参见 《民事诉讼法》 第 ２７８ 条之规定； 更多有关译本的讨论， 参见 《２００６ 使用手册》 第 １３６—１４９ 段。
参见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发布的通知》 之规定； 《２００８ 年中国的回应》； 《海牙送达公约》 第 ８—９ 条之规定。
参见 《海牙送达公约》 第 １０ 条 （ａ） （ｂ） （ｃ） 项； 我国作出的声明见公约的网页。 在实践中， 我国曾经成功地拒绝

了意大利法院通过传真的方式直接送达， 参见段东辉： 《１９６５ 年海牙送达公约框架下国际民事诉讼中合法送达中国当

事人方式研究———以意大利 ＯＥＴ 诉中国建设银行案之外国判决在伦敦法院执行为例》， 载 《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

年刊》 （第二卷）， 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第 ４９６ 页以下。
参见 《２００６ 使用手册》 第 ２０６—２１０ 段。
参见何其生： 《中国域外送达机制的困境与选择》， 载 《法学研究》 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２６ 页、 第 １３７ 页。
根据 《海牙送达公约》 的规定， 很有可能一个缔约国禁止另一缔约国通过邮寄送达方式向其境内直接送达司法文书，
但它自己却向域外实施邮寄送达， 这种模式已在实践中被斯洛伐克共和国所采用， 参见 《２００６ 使用手册》 第 ２０９ 段。
参见 《海牙送达公约》 第 １９ 条之规定； 《２００６ 使用手册》 第 ２４２—２４４ 段； 《民事诉讼法》 第 ２７７ 条之规定。
参见 《民事诉讼法》 第 ２６７ 条第 ２ 项及第 ２７７ 条之规定；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 １４ 日， 最高人民法院、 外交部、 司法部外发

〔１９８６〕 ４７ 号文件 《关于我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通过外交途径相互委托送达法律文书若干问 题的通知》 （下文简称

《１９８６ 年外交送达通知》）。
参见 《２００６ 使用手册》 第 １８５—１８６ 段。
该公约于 １９６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达成， 我国于 １９７５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加入该公约， 参见该公约第 ３ 条 （２） 款之规定。
该公约于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达成， 我国于 １９７９ 年 ８ 月 １ 日加入该公约， 参见该公约第 ５ 条 （ｊ） 项之规定。



样做。①

（２） 采用邮寄方式送达

虽然我国一贯不允许外国法院采用邮寄方式直接送达司法文书给我国境内的当事人，② 但我

国法院却可以采用这种方式来完成域外送达， 只要送达目的国不反对这样做。③ 如果送达回证没

有寄回， 或者是没有收件人的签名， 但是包含司法文书的邮件回执已经被收件人适当地签收， 那

么该回执上注明的日期即可被视为完成送达的日期。 哪怕是送达回证和邮件回执均未被适当地送

回， 如果根据案件的整体情况有充分的理由推断送达已经成功， 那么以交付邮寄之日起计算， 在

届满一定时限后可认定送达程序已经有效完成。 以前这个时限设定为 ６ 个月， 但是根据最新修订

的 《民事诉讼法》 之规定， 现在时限已经被缩短至 ３ 个月。④

（３） 采用现代通信手段送达

在一些发达国家， 采用现代通信手段例如电子邮件和传真来完成域外司法送达， 已经实施了

很长一段时间。⑤ 在我国， 采纳现代通信技术完成送达程序， 首次获得认可是在最高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公布的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⑥ 相比 《民事诉讼法》， ２００６ 年关于域外送达的司法解释早已将其适用范围扩展至一般案件

的域外送达。⑦ 然而， 同在国内采用现代通信技术送达之前必须征得受送达人的同意不同， 实施

域外送达时则无此限制， 条件仅是确保受送达人确实能收到司法文书， 此后一点倒是与国内送达

的要求一致。⑧

３􀆰 采用公告方式送达

如果上述所有的送达方式都无法完成域外送达， 可以采用公告方式送达。⑨ 根据 《民事诉讼

法》 的相关规定， 只有在被告的地址不明或者是用尽其他送达方式仍然无法将司法文书送达至

受送达人的情况下， 才可以采用公告送达。􀃊􀁉􀁒 当采用公告送达时， 公告中必须包含应送达司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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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参见 《民事诉讼法》 第 ２６７ 条第 ３ 项、 《１９８６ 年外交送达通知》 之规定。
例见 １９８５ 年我国断然拒绝了加利福尼亚法院通过邮寄方式直接向我国境内的个人送达司法文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１９８５］ 民他字第 ３７ 号。
参见 《民事诉讼法》 第 ２６７ 条第 ６ 项；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 年 《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

定》 第 ８ 条。
参见 《民事诉讼法》 （１９９１ 年） 第 ２４７ 条； 《民事诉讼法》 （２００７ 年修正） 第 ２４５ 条； 《民事诉讼法》 （２０１２ 年修

正） 第 ２６７ 条之规定。 对于由于时限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 参见 Ｇｕａｎｊｉａｎ Ｔｕ ＆ Ｘｉａｏｌｉｎｇ Ｌｉ，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Ｌａｗ － Ａ Ｎｏｔ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３） ４３ ＨＫＬＪ ６３３，
ｐｐ􀆰 ６４７ － ６５１。
参 见 Ｎｅｗ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 ｖ􀆰 Ｉｒａｎ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 ５０２ Ｆ􀆰 Ｓｕｐｐ􀆰 １２０
（Ｓ􀆰 Ｄ􀆰 Ｎ􀆰 Ｙ􀆰 １９８０）； 《２００６ 使用手册》 第 ２６５—２７１ 段； Ｄａｖｉｄ Ａ􀆰 Ｓｏｋａｓｉｔｓ，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Ａ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ｘ：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Ｕｓｉｎｇ Ｆａｘ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１９９０） １６ Ｒｕｔｇｅｒ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Ｊ ５３１， ｐｐ􀆰 ５３１ － ５６０； Ｆｒａｎｋ Ｃｏｎｌｅ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ｗｉｔｈ ａ
Ｓｍｉｌｅｙ：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ｍａｉｌ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１９９７） １１ Ｔｅｍｐｌｅ ＩＣＬＪ ４０７，
ｐｐ􀆰 ４０８ － ４１０􀆰
该司法解释于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１ 日施行， 参见其中第 ５５ 条之规定， 该条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 第

８０ 条第 １ 款第 ３ 项规定的其他适当的方式包括传真、 电子邮件 （包括受送达人的专门网址） 等送达方式， 通过以上

方式送达的， 应确认受送达人确已收悉。
参见 《民事诉讼法》 第 ２６７ 条第 ７ 项；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 年 《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

定》 第 １０ 条之规定。
参见 《民事诉讼法》 第 ２６７ 条第 ７ 项之规定。
参见 《民事诉讼法》 第 ２６７ 条第 ８ 项之规定。
参见 《民事诉讼法》 第 ２６７ 条第 ８ 项之规定。



书之基本和必要内容， 刊登在发行广泛的我国和受送达人所在国的报纸上。① 公告之日起届满一

定的期限即视为送达程序已完成， 公告期限已由原先的 ６ 个月缩减至 ３ 个月。②

四　 分析、 评价与建议

（一） 域内送达与域外送达之区分标准

　 　 同那些普通法系国家把送达程序与管辖权捆绑在一起， 只有当本地法院对域外的当事人能够

行使管辖权时， 才允许向域外进行送达相比，③ 我国法律采用的基本准则是受送达人住所位于域

外。④ 一般来说， 如果受送达人在我国境内有住所， 即使该案件具有重多的涉外因素， 仍然可采

用纯域内的诸多方式送达； 相反， 则需采用域外送达。 当然， “住所” 并不一定就是 “经常居住

地”，⑤ 庆幸的是， 在我国， 就民事诉讼而言， 住所概念基本上就等同于惯常居所， 也可以说两

者几乎是同意词。⑥ 显而易见， 一个人最容易也最有可能在他的惯常居所被找到， 因此， 我国法

律关于区分域内送达与域外送达的标准是合理且切实可行的。
如前文所述， 民事诉讼是一个极易触及司法主权的敏感领域， 在国际范围内几乎不可能统一

各国的送达程序规则。⑦ 因此， 《海牙送达公约》 所能做到的仅仅是提供跨境司法文书送达的协

作方式而不是试图统一各主权国家的实体送达规则。 结果是， 就哪怕是有关是否需要实施域外送

达从而公约应当得到适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不得不留给各国域内法自行决定， 虽然域内法一旦

认为域外送达是必要的， 公约提供的送达方式便具有专属性。⑧ 《海牙送达公约》 这种 “放任”
的态度一方面给予了缔约国足够多的灵活操作空间， 然而另一方面， 如果缔约国过度地使用其

“自由裁量权”， 运用域内法之规定过分地使域外送达成为不必要， 那么公约的实际有效性将会

遭到破坏。 或许是参考了美国与荷兰等国的司法实践， 作为对前述基本区分标准的例外， 我国也

规定了一些虽被送达人住所在域外， 但送达程序仍可完全在我国境内完成的情形。⑨ 正如我国一

些学者声称的那样， 这样做毫无疑问会促进我国法院处理涉外民商事诉讼案件的顺利进行， 同时

在一些案件中能对我国公民的利益提供及时的保护。 然而， 如果判决最终不得不到国外而不是在

我国境内就能得到承认和执行， 上述情形下的送达规则的价值是值得质疑的。 此外， 一些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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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 年 《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 第 ９ 条之规定。
参见最新修订的 《民事诉讼法》 第 ２６７ 条第 ８ 项之规定； ２００７ 年修订的 《民事诉讼法》 第 ２４５ 条第 ７ 项之规定；
１９９１ 年 《民事诉讼法》 第 ２４７ 条第 ７ 项之规定。
Ｓｅｅ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Ｃ􀆰 Ｃｈｅｓｈｉｒｅ， Ｐｅｔｅｒ Ｍ􀆰 Ｎ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Ｊ􀆰 Ｆａｗｃｅｔｔ，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３ｔｈ ｅｄｎ， ２００８）， ｐｐ􀆰 ３５３ － ３７２􀆰
参见 《民事诉讼法》 第 ２６７ 条之规定； 《２００６ 使用手册》 第 １７ 段和第 ３７ 段。
参见 《２００６ 使用手册》 第 １７ 和 ３７ 段。
参见 《民事诉讼法》 第 ２１ 条之规定； ２０１５ 年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第 ３—７ 条之规定。
参见 《２００６ 使用手册》 第 ８ 段； Ｊｏａｑｕｉｍ Ｊ􀆰 Ｆｏｒｎｅｒ， “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ｉｒ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Ｃ １３８４ ／ ２０００ ａｎｄ １９６５ Ｈａｇｕ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ｒｎａｕｄ Ｎｕｙｔｓ ａｎｄ Ｎａｄｉｎｅ Ｗａｔｔé （ ｅｄ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ｉｒ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Ｂｅｌｇｉｕｍ： Ｂｒｕｙｌａｎｔ， ２００５）， ｐｐ􀆰 ３９１， ４１６ － ４１７。
参见 《海牙送达公约》 第 １ 条第 １ 款； 《２００６ 使用手册》 第 ２４—２５ 段。
参见 《２００６ 使用手册》 第 ２６—３９ 段。



已经开始自愿的限制自己决定是否需要域外送达的自由裁量权，① 也有一些缔约国规定只有当受

送达人在域内有几乎等同于自己的代表时才允许利用域内送达来取代域外送达，② 为了忠实地履

行 《海牙送达公约》， 我国恐怕也应该限制过度利用域内送达来取代域外送达的做法。

（二） 域内送达方式之衍进

当受送达人在我国境内有住所时， 可以采用域内送达方式， 由法院书记员亲自递交送达仍然

是其中的基本方式。 最理想的状态是， 法院书记员送达给受送达人， 受送达人愿意立即接收送

达， 诉讼程序得以启动而顺利进行下一步。 然而， 现实生活中， 完成送达总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

简单、 直接， 有时候受送达人可能不在送达地， 有时候受送达人可能不愿接收。 因此， 我国 《民
事诉讼法》 允许将司法文书送达给合格的代收人； 在无正当理由而拒收司法文书的情况下， 有

几种强制送达措施可供采用， 只要履行完一些合适的程序即可视为送达已适当完成。 司法效率与

送达安全总体上取得了平衡。 此外， 在近十几年， 我国法官审理案件的负担越来越重， 而配合他

们工作的法院书记员也同样忙碌不堪， 因此， 每一起案件都采取书记员个人送达已不现实， 不得

不寻求一些替代性的办法。 在逐步抛弃旧式的挂号邮寄送达的同时， 我国司法实践引入了法院专

递送达。 这种由邮政快递人员完成的半官方 （正式） 的送达服务与由法院书记员完成的全官方

（正式） 送达相比既高效又不失安全性。 为了提升法院专递的安全性和可操作性， 虽然快递人员

无权采取强制措施， 法律强制赋予了受送达人更多的义务。 我国这种新型送达方式， 经实践证明

是切实可行的， 预计它将成为我国实施域内送达的主要方式。

（三） 域外送达方式之改良

当受送达人住所在域外， 且域外送达是必须的， 不管是否有可供依赖的国际条约或协定， 通

过外交或领事途径送达总是可以采用的方式。 但由于这种方式效率不高， 通过间接的外交或领事

途径送达已经极少在司法实践中运用， 虽然当处于外国的受送达人是我国国民时， 直接的外交或

领事送达时常发生。 如同其他许多缔约国的情况一样， 在 《海牙送达公约》 的框架下， 我国大

多数向域外送达的司法文书通常也是通过兄弟缔约国的中央机关， 更具体地讲是以 “正式送达”
的方式得以送达的。③ 完成送达所需的平均时间是 ４—６ 个月， 与其他许多缔约国的 ２—４ 个月比，
相对较长。④ 因此， 在 《海牙送达公约》 的框架下， 我国对域外送达方式有作出进一步改善以提

高效率的空间。 虽然因为民事诉讼模式的差异， 我国不能像美国以及其他普通法系国家那样设置

大量的 “ （送出的） 转送机关”， 但在此问题上采纳过于审慎的态度也并非可取。⑤ 笔者认为，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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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２００６ 使用手册》 第 ９ 段。
参见 《２００６ 使用手册》 第 ３９ 段。
参见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常设秘书处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撰写的 《与公约有关的调查问卷之回应概要和分析评论》 （下文简称

《２００８ 概要和分析评论》）； 在由缔约国作出的关于 ２０１３ 与公约有关的调查问卷的最新回应这份文件中， 无法找到这

个问题的答案， 参见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常设秘书处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撰写的 《与公约有关的调查问卷的回应之概要》 （下
文简称 《２０１３ 概要》）。
参见 《２００８ 概要和分析评论》 第 １８ 段； 同样， 无法在 《２０１３ 概要》 中找到一个更新的有关其他缔约国情况的统计

数据。
在美国和英国， 任何一个代表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或者律师都可以成为 “转送机关”， 参见 《２００６ 使用手册》 第

９２—１０４ 段。



《海牙送达公约》 框架下， “ （送出） 转送机关” 须与 “中央机关” 区分开来， 前者仅仅负责转

发送出本国的司法文书， 而后者行使的职责是管控和检查从外国发来的司法文书， 为了本国的安

全， 后者可能需要中央集权式； 而前者的设置无须过于审慎和集中。 因此， 在我国可以设置更多

的 “ （送出） 转送机关”， 以此改善总体的域外送达效率。 根据我国当前的法律框架， 这一点并

不难做到， 无需对现有法律作出实质性的修改。 更具体地讲， 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所有具有涉

外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的法院为 “ （送出） 转送机关”， 这样， 毫无疑问会大大提升我国法院司法

文书域外送达的速度和效率。①

理论上讲， 因为我国在送达程序上所持有的强烈的主权理念， 除了外交或领事途径和根据国

际条约或协定的 “中央机关” 途径外， 外国的司法文书无法合法送达到我国境内。 而另一方面，
如果相关国家的国内法并不反对， 我国的司法文书却可以采用上述以外的其他方式向域外送达，
典型的如直接的邮寄方式送达。 我国限制本国法院根据 《海牙送达公约》 的规定采用直接邮寄

方式向域外送达司法文书， 可能是因为她不想其他国家采用同样的方式向我国境内送达司法文

书， 以此宣示自身的一贯立场， 但我国却已认可了在无国际条约或协定的情况下的域外直接邮寄

送达。 这种做法便导致产生了一种怪像： 在没有可依赖公约的情况下， 我国法院能采用邮寄方式

送达； 在有公约可依赖的情况下， 哪怕是相关国家法律允许邮寄送达， 我国法院反而却不可以采

用邮寄方式送达。
在 《海牙送达公约》 的框架下， 邮寄送达在全球范围内已获得广泛采纳。 在实践中， 邮寄

送达是一种非常重要和有效的可取代 “中央机关” 转送的方式。 特别是在受送达人有望自愿接

收所送达的司法文书的情形下， 通过邮寄方式直接送达司法文书既可节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又

可获得有效的送达证明， 即当事人签收的收据。② 要消除这种不对称的状况， 我国应当允许本国

法院根据公约的相关规定， 采用邮寄方式直接送达司法文书， 只要相关国家的国内法不反对。
为了更进一步的改善现状， 我国最好能够整体接受在 《海牙送达公约》 下的邮寄方式送

达， 即也允许其他缔约国通过邮寄方式向我国境内送达司法文书。 这样， 一方面我国可高姿态

地采用邮寄方式向域外送达司法文书， 在其他没有提出互惠要求的国家面前无须担心自己的国

际形象； 另一方面我国法院也可采用邮寄方式把司法文书送达到那些提出互惠要求的缔约国

内。 事实上， 在各种可替代 “中央机关转交” 的送达方式之中， 邮寄送达方式恐怕是可能对国

家主权产生侵犯最小的一种方式， 很难想象域外寄来给境内仅卷入一起私人争端的当事人签收

的一份邮件怎么就会侵犯所在国的国家主权。③ 此外， 同其他的替代方式相比， 邮寄方式给送达

目的国带来的附加负担也最小， 毋须该国作出行政上的协作支持。 笔者的看法是， 我国应当撤回

对邮寄送达方式的保留， 在 《海牙送达公约》 框架下全面接受邮寄送达， 从而既为他人也为自

己打开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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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通过这种方式， 域外司法文书送达与涉外管辖权将能有效对接起来， 当某一法院正式受理一起涉外案件后， 就能够

立即转发司法文书至相应的外国 “中央机关”， 而不必再借助我国的其他 “转交机关” 来转交，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于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发布并于 ３ 月 １ 日施行的 《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
参见 《２００６ 使用手册》 第 ２５９ 段；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Ｂ􀆰 Ｍａｎｎ， Ｊｒ􀆰 ，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ｙ Ｄｉｒｅｃｔ Ｍａｉｌ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ｔ􀆰 １０ （ａ）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Ｓｅｎｄ ｖ􀆰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１） ２１ Ｃｕｍｂｅｒｌａｎｄ ＬＲ ６４７， ｐ􀆰 ６５７。
Ｓｅｅ Ｊｏｓｅｐｈ Ｆ􀆰 Ｗｅｉｓ， Ｊｒ􀆰 ，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ｙ Ｍａｉｌ － Ｉ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ｍｐ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ｌｗａｙｓ Ｅｎｏｕｇｈ？”， （１９９４）
５７ 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１６５， ｐ􀆰 １７０􀆰



（四） 现代通信送达方式之审慎接纳

现代通信技术能产生即时通讯， 这一点对司法文书的送达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毫无疑

问， 通过电子通信手段例如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来送达司法文书效率会非常高。 然而， 对这些

电子手段送达的安全性的担忧， 让很多国家对它们的运用相当谨慎。① 据报导， 在 《海牙送达

公约》 的框架下， 电子通信手段到目前为止极少采用， 不但对于直接送达方式例如邮寄送达，
而且对于缔约国有关当局之间传送司法文书也是如此， 虽然对后者原本可以更多地探索使用电

子手段。② 在公约之外， 有相当一些国家采用了电子通信手段进行送达， 特别是在最近几年。
在普通法系国家， 电子通信手段送达基本上是在无法采用传统的方式成功送达的情形下才采用

的一种替代性方法， 所采用的电子通信手段， 也通常是受送达人平日里惯于与他人通信的方

式。③ 在大陆法法系国家， 一般来说， 要求事先征得受送达人的同意， 并且能够获得有效送达证

明， 方可采用电子通信手段送达。④ 我国利用修订 《民事诉讼法》 的契机， 正式地将电子通信

手段接纳为了域内送达和域外送达的方式。 令人欣慰的是， 我国法律在此方面已经跟上全球的

发展趋势， 然而在实践中要使电子通信手段送达具有可操作性， 我国应当效仿其他国家， 构建

自己的基础设施以满足、 支持电子通信手段送达的需求。⑤ 考虑到电子通信手段送达仍然处于试

验期， 在实践中， 我国应当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 目前仅能把它当作传统送达方式的补充

方法。⑥

（五） 公告送达方式之最后救济

公告送达是在所有其他方式都已用尽的情况下仍无法完成送达或者是从一开始被送达人就下

落不明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采用的送达方式。 公告送达具有推定的属性， 为了确保被告的诉讼权利

得到充分的保障， 这种方式的运用在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国家都受到严格的限制。 通常来说， 只

有经过勤勉的努力之后仍然无法查明被告地址的情况下， 才可以采用此方式进行送达。⑦ 为了审

慎使用这种方式， 仅有一份原告提出被告下落不明的申明是不够的， 否则容易导致滥用公告送

达。 正如前文所述， 我国法律对公告送达亦是严格限制的。 然而， 据一名来自地方法院的法官的

观察，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情况或许恰恰相反， 公告送达时有被滥用的情况， 往往在使用前并未

对案件事实作出充分的了解， 严格地遵守使用所需满足的各项条件。⑧ 我们应当意识到， 如果对

域外的被告进行公告送达， 这不仅仅是适用域内法的事， 而且关系到我国是否正确的根据 《海
牙送达公约》 的要求履行了国际义务。 既然公约不适用于被告住址不明的情况， 如果我国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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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如机密性问题， 信息的完整性和可篡改性问题， 识别发送人和接收的证明问题等， 参见 《２００６ 使用手册》 第 ２５３ 段。
参见 《２００８ 概要和分析评论》 第 ３６—３８ 段， 第 ５２—５３ 段；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常设秘书处撰写的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第 ６
号预备性文件》 《送达公约实施中的信息技术使用》 第 ５—１２ 段 （下文简称 《第 ６ 号预备性文件》）。
参见 《第 ６ 号预备性文件》 第 ６—１８ 段。
参见 《第 ６ 号预备性文件》 第 １８—２２ 段。
例如在法国、 瑞士和西班牙等国， 已建立起电子手段安全送达的平台， 参见 《第 ６ 号预备性文件》 第 １８—２０ 段。
参见 《２００８ 概要和分析评论》 第 ５１—５２ 段。
例如 《德国民事诉讼法典》 第 １８５ 条规定， 公告送达是最后一种方式， 只有在所有其他方式都不可能完成送达的情

况下才可采用； 在美国， 如果被告的身份和住所是明确的或者通过合理方式是可以查明的， 那么被告有权获得实质

通知， 否则可视为侵犯了被告的诉讼权利， 参见 Ｍｕｌｌａｎｅ ｖ􀆰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 Ｃｏ， ３３９ ＵＳ ３０６ （１９５０）， ｐ􀆰 ３１４􀆰
参见赵友新： 《民事公告送达的困惑和价值实现的路径选择》， 载 《法律适用》 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 第 ５７ 页以下。



草率地宣布被告的住址不明， 然后仓促地采用公告方式送达， 从而绕开公约， 恐怕是对公约的一

种间接藐视。① 为了更好地保护被告的诉讼权利和忠实地遵守公约， 我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应当

严格适用公告送达。

（六） 原、 被告利益之平衡

在我国， 由于送达属于法院的业务， 所以对原告来说并没有时间上的限制。② 尽管不像一些

其他国家， 我国宪法条款并未涉及送达程序， 然而， 被告有权获得被告知和辩解的权利却是我国

《民事诉讼法》 的一项基本原则。③ 不适当的送达能构成案件发回重审或者提起再审的有效法定

理由。④ 它同样也能导致判决的无效和不具有可执行性。⑤ 然而， 另一方面， 为了保障原告的正

当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４ 年发布了司法解释强调， 根据原告提供的地址无法找到被告， 同

时经过合理、 适当的努力也仍然无法查明被告地址， 人民法院应当采用公告方式及时向被告送达

司法文书， 而不是驳回或者终结诉讼。⑥

在 《海牙送达公约》 的框架下， 我国声明接受公约第 １５ 条第 ２ 项的适用， 所以一旦条件得

到满足， 法院便能够作出缺席判决， 保障原告及时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⑦ 另一方面， 为了充分

保障被告针对缺席判决的上诉权， 当条件满足时， 在域内法规定的判决上诉期届满后的一段合理

的宽限时期内， 被告仍然有权针对判决提起上诉。 我国已经声明接受公约第 １６ （３） 条款的适

用， 为了保证当事人之间民商事法律关系的确定性， 我国把针对该条款中的宽限期设定为一

年。⑧ 而且， 针对域外送达， 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在传送或寄送司法文书六个月后， 如果没有送达

回证被送回或不能确认送达已成功完成， 原告可以申请法院作出公告送达； 另一方面， 公告送达

只有在那六个月的时限届满后才能作出， 这显然是为了保护被告。⑨ 所以， 原、 被告的权益在我

国法律中得到了有效的平衡。

五　 结语

在当今世界迅速融合的情势下， 涉外民、 商事诉讼正变成日常常规业务。 作为启动涉外诉讼

的初始一环和涉外诉讼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在全球范围还是在域内法层面， 域

·００１·

《国际法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 《海牙送达公约》 第 １ （２） 条款之规定； 《２００６ 使用手册》 第 ７１—７８ 段。
但在英国和美国， 及时送达对原告来说具有非常关键性的意义， 如果送达没有在一定的时限内完成， 原告的诉讼请

求可能会被直接驳回或者丧失诉讼时效。 Ｓｅｅ Ｇ􀆰 Ｂｒｉａｎ Ｒａｌｅｙ，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Ｎｏｔｉｃ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Ｊａｐａｎ， Ｓｐａ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９９３） １０ Ａｒｉｚｏｎａ ＪＩＣＬ ３０１， ｐ􀆰 ３２４􀆰
参见 《民事诉讼法》 第 ８ 条、 第 １２ 条之规定。
参见 《民事诉讼法》 第 １７０ 条第 ４ 项和第 ２００ 条第 ９ 项、 第 １０ 项之规定。
参见 《民事诉讼示》 第 ２２７ 条之规定。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发布并于 １２ 月 ２ 日施行的 《关于依据原告在起诉时提供的被告住址无法送达应

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
参见我国的声明； 《海牙送达公约》 第 １５ 条； 《２００６ 使用手册》 第 ２７５—２８８ 段。
参见我国的声明； 《海牙送达公约》 第 １６ 条； 《２００６ 使用手册》 第 ２８６—２８８ 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 年 《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 第 ７—９ 条之规定。



外送达是一个经常受到重新审视的课题， 在我国也不例外。① 过去 ３０ 多年来， 我国已采用多种方

式解决域内送达和域外送达难题。 本文对我国涉外送达制度做了系统性的研究后发现， 在我国，
区分域内送达和域外送达的基本准则是合理的， 国内送达方式也有了合理化的演进， 原、 被告双

方当事人的权益也能得到适当的平衡。 我国 《民事诉讼法》 ２０１２ 年的修正， 部分刷新了我国的

送达方式， 使我国的法律得以跟上世界潮流， 而且我国对现代通信技术送达方式展示了相对正确

的保守立场。 然而， 为了忠实地履行 《海牙送达公约》， 我国应当限制采用在我国境内就能完成

的对拥有外国住所的受送达人的送达方式， 同时也要在司法实践中严格使用公告方式送达。 更重

要的是， 我国应当指定更多的 “ （送出） 转送机关”， 以提高公约框架下的域外送达的整体效率，
以及根据公约的规定全面接受通过邮寄方式送达司法文书。

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ｉｖｉ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ｕｒｔｓ
Ｔｕ Ｇｕａｎｇｊｉ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ｅｐ ａｎｄ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ｐａｒ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ｉｖｉｌ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ｉ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 ｆｉｎａｌ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ｅｄ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ｓ ｔｏ ｔａｋｅ ｐｌａｃｅ􀆰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ａ ｓｏｕ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ｂｒｏａｄ ｉ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ｈａｖ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ｙ ｅｖｏｌｖ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ｒｅ ｗｅｌ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ｎ ｍａｋ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ｓ ａ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ｎ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 ｍｏｒｅ 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ｐｔ ｐｏｓｔａｌ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ｔｉｍ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ｙ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ｒ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ｖｅ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ｏｍｉｃｉｌｉａ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ｉｖｉ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责任编辑： 李庆明）

·１０１·

我国涉外民事诉讼文书送达制度之考问及续造

① 在全球范围内，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每 ５ 年重新审视一次 《海牙送达公约》 的实际运作情况； 除了本文前面提及的法

律文件外， 为了应对快速增长的送入国内和送往国外的司法文书送达请求，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年发布文件， 以

期进一步改进涉外案件的司法文书送达程序，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发布的 《关于依据国际公约和双边

司法协助条约办理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司法协助请求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７ 日发布的

《关于依据国际公约和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办理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司法协助请求的规定实施细则》。




